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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行效应和下行效应对草海生态修复区浮游植物 
群落的影响 

郑新恋1,2，龙 映1,2，骆钱芬1,2，刘 懿3，李 钥3，许国钰1,2，夏品华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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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究上行效应和下行效应对修复区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本研究于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对草海修复区与对照区进行 

系统监测，通过冗余分析（RDA）和方差分解，评估了环境因子与浮游动物对浮游植物群落的调控作用。结果显示，修复区总氮、总 

磷等营养盐浓度显著低于对照区，水体透明度改善。浮游植物在修复区共检出7门156种，密度为（3.63±2.40）×106 cells/L，群落结构 

均衡；对照区检出7门147种，密度为（6.20±2.12）×106 cells/L，蓝藻门相对密度更高。修复区检出浮游动物50种，密度为（224.85± 

60.36） ind./L，以轮虫和桡足类为主；对照区检出42种，密度为（163.15±158.22） ind./L，生物多样性指数修复区普遍优于对照区。 

RDA和方差分解结果表明，修复区浮游植物主要受营养盐等环境因子调控，其单独解释率达47.9%，上行作用占主导地位，下行效应 

较弱，与浮游动物以小型个体（轮虫、桡足类）为主、牧食压力有限相关。对照区则呈现出环境因子与浮游动物的显著交互作用（共 

同解释率59.3%），下行效应增强与高营养水平促进浮游植物生长，大型浮游动物如枝角类对蓝藻的耐受性与选择性摄食能力密切 

相关。研究表明，生态修复工程通过改善水体环境，重塑了浮游植物群落的调控机制，使其从自然状态下的多因子协同作用转变为 

环境因子主导，为水生生态系统的修复与管理提供了重要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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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海作为云贵高原典型的浅水湖泊，于1992年被 

确立为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具有重要的生态功能与人文 

价值[1]。2020年，草海生态环境问题加剧，沉水植物群 

落急剧退化，生态系统呈现出从“清水草型”向“浊水 

藻型”稳态转换的趋势。这一转变导致生物多样性下 

降与水质恶化[2]，在此背景下，实施生态修复工程已成 

为恢复湖泊生态结构与功能的关键路径[3]。 

浮游植物作为水生态系统的初级生产者[4]，其群落 

结构的演变直接反映水环境状况。根据Scheffer的多稳 

态理论[5]，浅水湖泊可在草型清水态与藻型浊水态间转 

换，其中浮游植物群落的调控路径起着关键作用。长期 

以来，浮游植物群落的构建机制分为由营养盐、水温等 

环境因子驱动的“上行效应”和以浮游动物牧食等生 

物关系驱动调控的“下行效应”[6-8]。两者相对重要性 

一直是生态学研究的核心议题。经典理论认为，富营养 

化水体中上行效应往往占主导地位，而在营养水平较低 

或中等的水体中，下行效应可能更为显著[9-10]。 

近年来，多项研究表明这一关系依赖不同的环境 

背景改变。欧洲湖泊的长期观测[11-12]，证实了营养盐削 

减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具有重要影响，在气候变化背景 

下，水温升高与营养盐协同作用也可能影响浮游植物群 

落的变化[13]；中国太湖等的研究[14-15]发现，浮游动物的 

下行控制作用在特定季节和区域不可忽视。与此同时， 

Jeppesen等[16]研究揭示，鱼类种群结构可通过食物链级 

联效应显著影响浮游动物的组成与功能，进而间接调控 

浮游植物。这些研究揭示了浮游植物群落调控机制的 

复杂性。 

尽管已有研究探讨了单一环境因子或生物因子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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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游植物的影响[17-18]，但对于生态修复工程如何改变 

“上行”与“下行”效应的平衡，实施后上下行效应的 

相对权重如何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 

的具体影响机制尚不清楚。为此，本研究选取高原浅水 

湖泊草海为研究对象，通过设置修复区与对照区的对比 

实验，综合运用RDA、方差分解等统计方法，旨在解析生 

态修复工程对浮游植物群落的调控机制。基于此，我们 

提出假设：生态修复工程将改变上行效应与下行效应的 

相对权重，修复区形成以上行效应（环境因子）为主导、浮 

游植物群落结构趋于优化的调控格局，而对照区则维持 

上下行效应交互协同复杂模式。本研究的开展不仅深化 

对浅水湖泊生态修复机理的认识，还可为湖泊管理中的 

生态修复实践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研究区和采样点 

草海（26.82°N~26.88°N，104.20°E~104.30°E）位于 

贵州省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西南侧，是典型的喀斯 

特高原浅水湖泊[19]，湖面海拔2 172 m，保护区总面积约 

120 km2。本研究聚焦于草海北部江家湾码头附近的修 

复区，该区域采用“底泥曝晒后布设半封闭围隔”修复 

试验，面积约为10公顷，外围以双层聚乙烯材料环绕，并 

采用不锈钢钢管作为固定桩加以支撑[20]，从而将修复 

区与主湖区有效隔离，围隔内外水体交换受到限制，水 

位调低，底泥经自然曝晒处理两个月。随后，种植苦草、 

竹叶眼子菜等水生植物，并清除草鱼、鲤鱼等草食性和 

底栖扰动性鱼类，以促进水生态系统的恢复与稳定。本 

研究以江家湾码头修复区及其对照区为研究对象，在 

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开展了环境变量与浮游生物监 

测，其中，将8月划分为夏季，9—11月划分为秋季，12月 

至次年1月划分为冬季，点位布设情况如图1所示。 

1.2 样品采集和分析 

1.2.1 水质 

本研究于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期间开展现场采 

样与实验室分析工作。主要使用多参数水质分析仪 

（HQ30d，Hach，美国；HI98194，HANNA，意大利）对上 

覆水的水温（WT）、pH、溶解氧（DO）、电导率（EC）等理 

化参数进行原位测定，透明度（SD）采用塞氏盘法测 

定。水样采集于各采样点水下0.5 m处，使用聚乙烯瓶 

采集1 L样品，低温保存并送回实验室进一步分析。测 

定 指 标 包 括 总 氮 （ T N ） 、 总 磷 （ T P ） 、 高 锰 酸 盐 指 数  

（CODMn）、氨氮（NH4
+-N）和叶绿素a（Chl-a）等，所有上述 

指标的检测均参照《水和废水监测分析方法》[21]执行。 

1.2.2 浮游生物的采集、鉴定和计数 

浮游动植物的定性与定量样品采集参照《淡水浮 

游生物研究方法》[22]进行。浮游植物定性样品使用 

25号浮游生物网（孔径64 μm）在水下0.5 m处以“∞” 

形缓慢拖网5~8 min，收集浓缩样品于聚乙烯瓶中，并加 

入1~2 mL甲醛溶液固定。定量样品则通过采水器采集 

水面表层1.5 L上覆水，加入10 mL鲁格试剂固定，静置 

48 h后虹吸去除上清液，浓缩至50 mL待检。浮游动物 

定性样品采用13号浮游生物网（孔径112 μm），采样步 

骤同浮游植物定性方法。定量样品则采集30 L表层水， 

经25号浮游生物网（孔径64 μm）过滤后，将滤液收集于 

50 mL聚乙烯瓶，并加入1~2 mL 4%甲醛溶液固定。所 

有样品均在光学显微镜（奥林巴斯CX33，400×，日本）下 

进行物种鉴定与计数，计数时使用0.1 mL浮游生物计数 

框，分类鉴定均在种水平完成。 

1.3 数据处理和分析 

采用Shannon‒Wiener多样性指数（H′）、Pielou均匀 

度指数（J）、Simpson优势度指数（D）与Margalef丰富度 

指数（d）评价群落多样性，相关计算公式详见参考文献 

[23-24]。 

本研究采用多元统计方法分析浮游植物群落与环 

境因子的关系。所有数据处理和基础图表绘制分别使 

图1 采样点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diagram of sampling poi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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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Origin 2024和R 4.3.2完成。在统计分析前，为提高数 

据的均一性和正态性，对浮游植物密度进行Hellinger转 

化，对环境因子数据（除pH外）进行lg（x+1）转化。采用 

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修复区与对照区环境因子和浮游植 

物密度的差异显著性。其次，使用R语言“vegan”包 

进行RDA分析环境因子对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并通 

过999次蒙特卡洛置换检验评估环境因子的显著性。使 

用R语言进行方差分解分析，进一步量化环境因子与浮 

游动物的相对贡献。同时，为探究环境因子、浮游动物 

与浮游植物门类间的复杂关系，采用Spearman相关分析 

构建关系。 

2 结果与分析 

2.1 环境因子变化特征 

根据2023年8月至2024年1月的监测数据（图2），草 

海修复区与对照区的水体营养盐浓度呈现出显著差 

异。修复区TN浓度变化范围为0.65~1.90 mg/L，整体低 

于对照区的1.25~2.17 mg/L，两组间差异显著（p <  

0.001），其中对照区在冬季出现明显峰值。修复区TP 
浓度介于0.02~0.04 mg/L之间，对照区浓度在0.03~ 
0.09 mg/L，且夏秋季修复区TP浓度显著低于对照区（p 
<0.001），冬季组间无显著差异。NH4

+-N在修复区浓度 

变化较为平缓，维持在0.27~1.42 mg/L之间，而对照区变 

幅较大，其浓度在冬季最高升至1.69 mg/L，且研究期间 

两组存在显著差异（p<0.001）。此外，修复区Chl-a浓度 

在9月对照区最高为13.95 μg/L，统计检验表明，夏季两 

组间Chl-a浓度差异较显著（p<0.05），而秋冬季则未呈现 

显著性差异。 

水体pH在研究区域内均呈弱碱性，修复区pH略高 

于对照区，并且在冬季两组间无差异。修复区SD在夏 

秋季高于对照区，8月修复区SD为0.27 m，而对照区仅 

为0.05 m，冬季无显著差异。研究期间修复区与对照区 

*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ns表示不显著。  

图2 修复区与对照区水质指标变化 

Fig. 2 Changes in water quality indicators between the restoration area and contro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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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WT无明显差异。DO在修复区夏秋季普遍较高，而对 

照区同期浓度较低，进入冬季后，两区域DO均呈现上升 

趋势，且组间差异不显著。 

2.2 浮游生物群落与丰度变化特征 

2.2.1 浮游植物 

根据监测结果，研究期间修复区与对照区浮游植 

物群落结构和密度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图3）。在物种 

组成上，修复区共检出浮游植物7门156种（图3a），覆盖 

蓝藻门（Cyanobacteria）、绿藻门（Chlorophyta）、硅藻门 

（Bacillariophyta）、隐藻门（Cryptophyta）、甲藻门（Dino
phyta）和裸藻门（Euglenophyta）6个门类，对照区则检出 

7门147种（图3b），除上述门类外还检出了隐藻门（Cryp
tophyta）。从细胞密度来看，修复区浮游植物密度为 

（1.02~7.34）×106 cells/L，平均密度为3.63×106 cells/L， 

对照区为（2.84~8.75）×106 cells/L，平均密度为6.20× 
106 cells/L，高于修复区。 

季节动态显示，夏季修复区浮游植物以绿藻门和 

蓝藻门为主，密度分别为1.36×106和1.71×106 cells/L，而 

对照区则是硅藻门（1.93×106 cells/L）和蓝藻门（3.03× 
106 cells/L）的相对密度更高，绿藻门密度相对较低，仅 

为1.90×106 cells/L。秋季修复区绿藻门密度仍保持较 

高比例，硅藻门比例逐步上升；在秋季对照区蓝藻门密 

度呈增长趋势，在10月达到约3.85×106 cells/L，11月进 

一步上升至4.8×106 cells/L。蓝藻门在冬季两区域仍呈 

现高密度特征，修复区密度最高达5.25×106 cells/L；对照 

区密度达7.2×106 cells/L。 

总体来看，修复区浮游植物总密度在各季节均低 

于对照区，绿藻门在夏、秋季比例较高，结构更为均衡； 

而对照区自秋季起蓝藻门密度持续增多，秋冬季总密度 

高于修复区，呈现出蓝藻单一格局。其他藻类门类（如 

甲藻门、隐藻门、金藻门和裸藻门）在多数月份中占比较 

低，密度普遍低于0.5×106 cells/L。 

2.2.2 浮游动物 

浮游动物群落密度与结构在研究区域内呈现出明 

显的空间分异特征。修复区共检出浮游动物50种，对照 

区为42种，浮游动物修复区总密度为130.53~293.87 ind./ 

L（图4a），均值为224.85 ind./L；对照区变化幅度较大（图 

4b），为42.23~413.87 ind./L，均值为163.15 ind./L。从群 

落结构来看，修复区主要由轮虫和桡足类构成，均值分 

别为90.21和81.85 ind./L，群落组成相对稳定。相比之 

下，对照区在研究前期以枝角类和轮虫类为主，进入秋 

冬季，浮游动物总密度下降至42.23~90.20 ind./L，轮虫 

密度减少，而桡足类在各季节均维持在较低水平。 

从季节动态来看，夏季修复区浮游动物总密度介 

于198.60~205.83 ind./L之间，轮虫与桡足类为主要类群；对 

照区在夏季总密度较高（343.20~413.87 ind./L），以枝角 

类为主。进入秋季，修复区总密度保持在130 .53~  
252.87 ind./L，各类群比例相对均衡；而对照区总密度降 

低至42.23~90.20 ind./L。冬季修复区总密度回升至 

266.78~293.87 ind./L，仍以轮虫和桡足类为主；对照区 

则维持在42.90~47.48 ind./L之间。 

2.3 浮游生物多样性指数 

修复区与对照区浮游植物群落多样性指数在研究 

期间表现出明显的时空分异特征（图5a）。结果表明，修 

复区Shannon多样性指数（H′）在8月处于较低水平，在 

1.25~2.35间波动，自9月起上升，冬季略有回落但仍维 

图3 浮游植物组成 

Fig. 3 Composition of phytoplankton  

4 地   球   与   环   境 2026 年  



持较高水平。对照区H′值则维持在3.09~4.63范围内，未 

呈现明显的季节性波动。修复区群落均匀度Pielou指 

数（J）在8月表现较低，在0.25~0.47之间，9月后逐步改 

善，秋冬季提升至0.72~0.91之间，物种分布趋于均匀。 

对照区J值在0.53~0.80间波动，均匀度整体较低。Simp

son优势度指数（D）变化趋势与之吻合，修复区自9月起 

升高，优势度指数在0.84~0.95之间，群落结构更为均 

衡，高于对照区（0.72~0.93）。修复区物种丰富度Marga
lef指数（d）逐步上升，至冬季达到最高值3.59，对照区除 

在 冬 季 少 数 样 本 略 高 外 ， 多 数 时 期 丰 富 度 维 持 在  

1.79~2.99的较低范围，物种数量增长有限。 

浮游动物群落研究结果显示（图5b），修复区Shan
non多样性指数（H′）在夏秋季波动较大，11月达到峰值 

3.53，该时期物种多样性较高；而对照区H′值维持在较低 

水平。修复区Pielou指数（J）在夏秋季提升，最高达 

0.973，物种分布更为均匀；对照区则保持相对稳定的较 

低水平。修复区Simpson指数（D）在夏秋季维持较高水 

平，指数在0.63~0.90间波动，群落优势种不明显，冬季有 

所回落；对照区D值多处于0.754~0.851之间。修复区 

Margalef指数（d）在9—11月升高，最高达5.245，表现出 

更高的物种丰富度；对照区d值则多集中在2.83~3.82范 

围内，丰富度变化较小。 

2.4 浮游生物与环境因子的关系 

2.4.1 RDA驱动因子分析 

为探究环境因子（上行效应）与浮游动物（下行效 

应）对浮游植物群落的相对重要性，本研究通过RDA、 

方差分解及Spearman相关分析进行了系统评估。RDA 
结果表明，修复区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前两轴共解释了 

61.2%的变异（p=0.001），其中蓝藻门的分布与WT、TP 
呈正相关（图6a），与其他营养盐如TN、NH4

+-N、CODMn 

及轮虫、桡足类均呈负相关。与之相反，硅藻门和绿藻 

门均与TN、NH4
+-N和CODM n呈正相关，但硅藻门与 

Chl-a、TP皆呈负相关。甲藻门与金藻门表现出相似的 

生态位，其分布主要与WT和pH正相关，与TN、NH4
+-N等 

营养盐呈负相关，裸藻门则与多数营养盐及轮虫、桡足 

类呈正相关，但与TP和枝角类呈负相关。 

对照区蓝藻门同样与Chl-a、WT和TP呈正相关，而 

与TN、NH4
+-N及CODMn呈负相关，硅藻门则表现出相反 

的生态倾向（图6c）。甲藻门、隐藻门和金藻门主要表现 

出对营养盐的负响应，其中甲藻门与轮虫呈正相关，隐 

藻门与浮游动物均呈负相关，金藻门则与TN、NH4
+-N呈 

正相关，裸藻门与多数营养盐呈正相关。为进一步量化 

驱动力的相对贡献，方差分解分析表明，修复区浮游植 

物群落主要受上行效应主导（图6b），其单独解释率高达 

47.9%，显著高于下行效应的0.3%。相比之下，对照区 

表现出更为复杂的驱动机制（图6d），上行效应单独解释 

12.3%，下行效应单独解释5.5%，而两者共同解释比例 

高达59.3%。 

2.4.2 Spearman相关性分析 

将蓝藻门等门类与环境因子、浮游动物运用Spear
man相关性分析，进一步验证并细化了上述驱动机制的 

差异。在修复区，相关分析结果与环境因子占主导作用 

的结论高度一致（表1）：蓝藻门、甲藻门密度均与WT呈 

显著正相关（p<0.001），与COD M n 呈显著负相关（p 
<0.01），同时与TN、NH4

+-N呈显著负相关（p<0.001），甲 

藻门与桡足和枝角类呈显著负相关（p<0.001），硅藻门 

图4 浮游动物组成 

Fig. 4 Composition of zooplank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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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修复区与对照区浮游生物多样性变化 

Fig. 5 Changes in plankton diversity between the restoration area and the control a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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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绿藻门则与CODMn呈显著正相关（p<0.001），而与 

WT、pH和chl-a呈显著负相关（p<0.001），显示出环境因 

子的主导作用。 

相比之下，对照区的相关性格局呈现出更高的复 

杂性（表2）。结果表明，甲藻门和蓝藻门与WT呈显著 

正相关（p<0.001），与CODMn、NH4
+-N呈显著负相关（p 

< 0 . 0 0 1 ） ， 绿 藻 门 和 硅 藻 门 与 W T 呈 显 著 正 相 关 （ p  
<0.01），与DO、CODMn和Chl-a呈显著负相关（p<0.01）， 

其中绿藻门还与TN（p<0.01）NH4
+-N（p<0.001）呈负相关 

关系。浮游动物在对照区同时表现出显著的调控作用， 

桡足类与甲藻门呈极显著负相关（p<0.001），而与金藻 

门呈极显著正相关（p<0.001）；枝角类则与WT和TP呈 

极显著正相关（p<0.001），同时与CODMn呈显著负相关 

（p<0.01），构成了复杂的调控网络。 

3 讨论 

3.1 上行效应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与动态的驱动作用 

水温、氮、磷、溶解氧等水体理化因子共同影响浮 

游植物的群落结构[25]，其中，水温是驱动草海浮游植物 

密度与群落结构季节变化的关键因子。一方面，水温通 

过调控其代谢过程发挥作用，这一机制在已有研究中已 

Cyan‒蓝藻门；Baci‒硅藻门；Chlo‒绿藻门；Pryy‒甲藻门；Cryp‒隐藻门；Chry‒金藻门；Eugl‒裸藻门；Ruti‒轮虫类；Cope‒桡足类；Clad‒枝角类。  

图6 修复区与对照区浮游生物与环境因子特征 

Fig. 6 Characteristics of plankton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in the remediation area and control area  

表1 修复区浮游植物密度与环境因子和浮游动物的Spearman 

相关性分析 

Table 1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hytoplankton 

density in the restoration area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zooplankton 

环境因子 蓝藻门 硅藻门 绿藻门 甲藻门 金藻门 裸藻门 

WT 0.40*** –0.62*** –0.12  0.38*** 0.00  –0.25** 

SD –0.29** –0.36*** –0.34*** 0.53*** –0.24** –0.49*** 

pH –0.32*** -0.11 -0.10 0.55*** –0.09 –0.53*** 

DO 0.34*** 0.23* 0.17 0.02 0.29** 0.64*** 

CODMn –0.22* 0.76*** 0.22* –0.27** 0.12 0.26** 

Chl-a –0.06 -0.19 –0.25** –0.42*** –0.18 0.04 

TN –0.57*** 0.28** -0.05 –0.24** –0.17 –0.05 

TP 0.21* –0.22* 0.06 -0.01 0.02 0.01 

NH4
+-N –0.51*** 0.32*** –0.04 –0.35*** –0.25** 0.21* 

轮虫类 –0.21* –0.11 –0.19 –0.03 –0.17 0.22* 

桡足类 –0.17 0.46*** 0.02 –0.32*** 0.02 0.52*** 

枝角类 –0.01 –0.59*** –0.19 0.47*** –0.19 –0.22*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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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广泛验证[26]。另一方面，不同浮游植物类群对水 

温的响应间存在差异，RDA结果证实（图6a‒b），蓝藻 

门、甲藻门的分布在修复区、对照区与WT呈正相关，而 

硅藻门则与其呈负相关，而这种差异化的温度适应性是 

浮游植物群落呈季节动态变化的重要原因。Spearman 
分析进一步表明（表1，表2），草海修复区硅藻门与WT 

显著负相关（p<0.001），而蓝藻门则与其显著正相关（p 
<0.001），印证了蓝藻偏好较高水温，而硅藻则在春、冬 

等低温季节成为主要类群，但拟柱孢藻等对温度具有较 

宽适应性的蓝藻也能在低温条件下生长，维持一定的种 

群数量[27]。与此同时，水温上升可能促进蓝藻门（如微 

囊藻）的快速增殖，通过提升浮游植物的光合作用速 

率[28]，从而改变浮游植物的群落结构，还通过降低溶解 

氧饱和度[29]改变水体理化环境间接影响群落组成与生 

态系统功能。 

氮磷营养盐作为浮游植物生长所不可或缺的关键 

生源要素[30]，其质量浓度与相对比例不仅调控浮游植 

物的生长速率，还可能成为限制性因子，进而影响群落 

结构演替与多样性[31-32]。本研究通过RDA与相关性分 

析共同揭示（图6，表1，表2），浮游植物群落整体与氮磷 

营养盐之间存在一定相关性，TN与TP浓度的变化能够 

促进或抑制浮游植物密度，此上行效应是驱动群落组成 

变化的重要机制。蓝藻门在修复区与对照区均与TP呈 

显著正相关，表明较高的磷浓度为其生长与增殖提供了 

竞争优势[33]。相比之下，蓝藻门、金藻门与TN、NH4
+-N 

呈负相关关系，相反，硅藻门与两者呈现正相关，表明适 

宜的氮浓度对其生长具有促进作用，在与TP的关系上， 

硅藻门则表现出负相关，反映了不同浮游植物类群在资 

源利用上的生态位分化。结果表明，冬春季节修复区蓝 

藻密度升高，可能与部分对低温适应性较强的蓝藻增殖 

有关[34]，同时某些蓝藻还能通过混合营养方式利用有 

机物，在弱光条件下维持代谢活性[35]。沉水植物的凋 

亡腐烂也会导致水体营养盐浓度升高，为蓝藻生长提供 

了营养基础，氮浓度的增加通过增强蓝藻的低温耐受能 

力[36-37]，共同促使蓝藻维持较高密度。 

CODMn作为反映水体有机污染程度的指标，对浮 

游植物群落结构具有重要调控作用 [ 3 8 ] 。结果显示 

（表1，表2），修复区CODMn与蓝藻门呈一定负相关关系 

（p<0.01），对照区与其呈显著负相关（p<0.001），表明有 

机污染程度对蓝藻生长具有一定的抑制作用[39]，与硅 

藻门呈显著正相关，体现了不同浮游植物类群对有机污 

染的差异化响应。与此同时，硅藻门、绿藻门与Chl-a及 

DO呈显著负相关，这一现象可能与蓝藻等适应富营养 

条件的类群增殖有关，藻类生物量即Chl-a升高时，往往 

伴随水体DO的消耗及其昼夜波动的加剧[40]，从而影响 

硅藻门、绿藻门等类群的生存空间。这些发现证实了营 

养盐环境因子在塑造浮游植物群落结构中发挥主导作 

用，调控不同浮游植物类群的结构演变。 

3.2 下行效应对浮游植物群落的影响与调控 

研究结果显示，浮游动物对浮游植物的下行效应 

在修复区与对照区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修复区浮游动 

物对浮游植物群落结构的单独解释率为0.28%（图6a）， 

低于对照区的5.48%（图6b）。这种差异可能与修复工 

程引起的水体环境变化有关，如营养盐浓度、透明度等 

参数的改变，进而影响了浮游动物的组成与功能[41]。 

研究期间，修复区营养结构的改变促使浮游植物中蓝藻 

门的相对丰度下降，而硅藻门与绿藻门的相对丰度上升 

（图3a），浮游动物以轮虫类和桡足类为主（图4a），其摄 

食对象主要集中于硅藻门和绿藻门，水生植被恢复等系 

列修复措施也为小型浮游动物（如轮虫、桡足类）提供了 

更多栖息空间[42]，但其个体小、滤食效率低，导致对浮 

游植物的牧食压力较弱。同时，修复区摄食能力较强的 

枝角类比例相对较低，进一步削弱了群体的摄食压力， 

导致下行效应驱动作用较弱，浮游植物群落主要受环境 

因子调控。 

表2 对照区浮游植物密度与环境因子和浮游动物的Spearman相 

关性分析 

Table 2 Spearman′s correlation analysis between phytoplankton 

density and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zooplankton in the control area 

环境因子 蓝藻门 硅藻门 绿藻门 甲藻门 
隐 

藻门 
金藻门 裸藻门 

WT 0.77*** 0.47** 0.53** 0.70*** 0.12 –0.58** 0.47* 

SD –0.26 –0.34 –0.56** 0.17 –0.07 0.29 –0.08 

pH 0.19 0.19 0.01 0.04 0.07 0.48** 0.32 

DO –0.75*** –0.55** –0.47** –0.48** –0.35 0.49** –0.59** 

CODMn –0.82*** –0.50** –0.54** –0.645*** 0.16 0.2 –0.49** 

Chl-a –0.34 –0.50** –0.54** –0.26 0.12 0.01 –0.47* 

TN –0.46* –0.35 –0.51** –0.34 0.16 0.35 –0.1 

TP 0.3 -0.01 0.13 0.39 –0.07 –0.54** 0.06 

NH4
+-N –0.67*** –0.49** –0.62*** –0.64*** 0.12 0.15 –0.58** 

轮虫类 0.3 –0.07 –0.06 0.31 0.07 –0.61*** 0.11 

桡足类 –0.42* –0.50** –0.47** –0.78*** –0.16 0.67*** –0.47** 

枝角类 –0.69*** 0.3 0.39 0.57** –0.07 –0.58** 0.36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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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对照区营养水平较高，环境相对稳定， 

浮游植物群落以蓝藻门为主（图3b），其浮游动物群落 

中，枝角类等大型浮游动物的比例相对较高。其中，桡 

足类与蓝藻门呈负相关（p<0.05）（表1），一方面，蓝藻产 

生的微囊藻毒素等次生代谢产物会对桡足类产生毒理 

效应[43]，抑制其种群发展；另一方面，蓝藻门形成的群 

体或丝状形态会降低其可食性，从而限制桡足类的有效 

利用[44]。高营养水平促进了浮游植物（以蓝藻为主）的 

生长增殖，为浮游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资源，枝角类 

与蓝藻门呈显著正相关（p<0.001）（表2），表明二者在富 

营养化、静水的生境中具有一致的分布格局，即生态位 

重叠。除此之外，枝角类对蓝藻门具有更强的适应能 

力[45] ：部分枝角类（如大型溞）能够通过摄食选择，规避 

含有毒素的蓝藻丝状体，或通过体内的谷胱甘肽S‒转 

移酶（GST）等解毒酶系有效降解微囊藻毒素[46-47]，使枝 

角类在对照区（蓝藻门占优的环境中）摄食，维持了一定 

的下行控制作用[48]，与环境因子共同形成了协同调控 

格局，具有较高的解释率。 

从种间关系来看，浮游动植物之间存在复杂的营 

养级联关系[49]。桡足类在两个研究区域中均与甲藻门 

呈显著负相关（表1，表2），表明桡足类可能对甲藻门具 

有 一 定 的 摄 食 压 力 [ 5 0 ] ， 同 时 在 对 照 区 中 甲 藻 门 与  

CODMn、NH4
+-N呈显著负相关（p<0.001），其分布可能受 

到水体有机污染程度和营养盐条件的共同制约[51]。与 

此同时，桡足类与金藻门呈显著正相关（p<0.001），与硅藻 

门和绿藻门呈负相关（p<0.01），反映了不同浮游植物类 

群在食物网中的生态位分化：金藻门对环境因子具有相 

似的响应特征，而硅藻门和绿藻门的数量变化更容易受 

到桡足类摄食压力的调控[52]。 

4 结论 

1）修复区水环境改善显著，营养盐浓度下降，水 

体透明度提升，浮游植物总密度降低，蓝藻门密度减 

少 ， 硅 藻 门 和 绿 藻 门 密 度 增 加 ， 浮 游 动 物 丰 度 相 应  

上升。 

2）修复区浮游植物主要受环境因子主导，单独解 

释率达47.91%，营养盐和水温作用显著，浮游动物下行 

控制较弱，形成以上行效应为主的调控格局。 

3）对照区环境因子与浮游动物交互作用显著，共 

同解释率达59.3%。高营养水平促进浮游植物生长的 

同时，也为部分浮游动物如枝角类提供了资源基础，通 

过摄食与解毒机制维持了下行控制，形成上下行效应协 

同驱动的调控格局。 

4）本研究初步揭示了修复区浮游植物群落的调控 

机制，但由于监测周期有限，后续进一步开展长期监测 

和模拟实验阐明浮游生物协同演变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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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acts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Effects on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Caohai Ecological Restoration Area 

ZHENG Xinlian1,2, LONG Ying1,2, LUO Qianfen1,2, LIU Yi3, LI Yao3, XU Guoyu1,2, XIA Pinhua1,2,* 

(1. Key Laboratory for Information System of Mountainous Areas and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 China;  2. Guizhou Key Laboratory of Plateau Wetland Conservation and Restoration, Guiyang 550025, China;  

3. Guizhou Caohai National Nature Reserve Management Committee, Bijie Guizhou 553199, China) 

Abstract: To investigate the effects of bottom-up and top-down interactions on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in restoration areas, this study 

systematically monitored the restored and control areas of Caohai Lake from August 2023 to January 2024. Redundancy analysis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were employed to assess the regulatory effects of environmental factors and zooplankton on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nutrient concentrations, including total nitrogen and total phosphorus, were significantly lower in 

the restored areas compared to the control areas, with improved water transparency. Phytoplankton from seven phyla, representing 156 

species, were identified in the restored areas, with a density of (3.63±2.40) ×106 cells/L and a balanced community structure. In contrast, the 

control areas harbored 147 species from seven phyla, with a density of (6.20±2.12)×106 cells/L, where the relative density of the 

Cyanobacterial phylum was notably higher. Fifty zooplankton species were recorded in the restoration area, with a density of (224.85 

±60.36) ind./L, predominantly consisting of rotifers and copepods. In the control area, 42 species were detected, with a density of (163.15 

±158.22) ind./L. Biodiversity indices were generally higher in the restoration area than in the control area. The RDA and variance 

decomposition results revealed that phytoplankton in the restoration area was primarily influenc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nutrients, which individually accounted for 47.9% of the total phytoplankton population. Upstream factors predominated, exhibiting weaker 

downstream effects, likely due to the small size of the zooplankton (Tardigrades, Copepods) and limited grazing pressure. The control area 

showed a significant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environment and zooplankton, with a shared explanation of 59.3%, indicating a stronger 

downstream effect. Enhanced bottom-up effects and high nutrient levels promoting phytoplankton growth wer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 

tolerance and selective feeding capacity of large zooplankton, such as Cladocerans, on Cyanobacteria. This study illustrates that ecological 

restoration projects, by improving the water environment, reshaped the regulatory mechanisms of phytoplankton communities, transitioning 

from a multi-factor synergy under natural conditions to one dominated by environmental factors. This provides important scientific 

evidence for the restoration and management of aquatic ecosystems.  

Keywords: phytoplankton; zooplankton; bottom-up; top-down; Caoh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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